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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吗？

 

 应用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学科，它的基本价值倾向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是以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自

由主义，它强调程序共识和尊重人的自我决定，其实质在于确立尊重人权的原则。那么，这样一种概括是否准确呢？

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它虽然可以反映生命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本质，但是却不能正确地反映环境伦理学的基本价

值倾向，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所挑战的是自由主义①。 

一 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对立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和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最重要的两个

领域。如果说21世纪是“环境”和“健康”的世纪的话，那么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就共同承担着建构21世纪人

类活动伦理原则的崇高使命。按理说，二者在价值倾向上具有一致性，但是遗憾的是，它们却是对立的，这种对立集

中反映在对（1）人的伦理地位以及（2）个人自由（自我决定）的理解上。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局限于人类的范围之内，只有人类个体享有生存权。这一理解主要来自点康德

的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康德曾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权利享有者的做过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只有“人格”才是

“目的”，才是一个在道德上受尊重的对象，而其他一切则是“物件”，只能被视为“手段”。“社会契约论”也有

类似的规定。按照“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权利和义务具有“相互性（reciprocity，又译互惠性）”，一个权利享有

者必须能够尽义务，而能够自觉尽义务的最典型的存在莫过于有良心的成年人。因此，权利的享有者必须具备自我意

识、语言、反省和自我选择等高度的理性能力，理性能力是一个存在物拥有权利的前提，我们可称之为权利的“理性

标准”。这一标准在历史上曾对启蒙运动和人权运动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今天，“理性标准”却成了扩展道德共同体、开展伟大的动物解放运动的最大障碍。因为，非人自然物，即

便是具有一定意识能力的高等动物，也无法满足这一标准。因此，对于动物权利论者来说，要把动物也纳入进道德共

同体，恐怕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这一标准降低到动物也能适应的水平上。关于这一问题最典型的证明是由美国

的哲学家范伯格（Joel Feinberg）做出的。范伯格从分析现代社会法律权利所需的条件入手，提出拥有法律权利的

必备条件是“要求(claiming)”，即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能够申诉、抗议。这显然需要足够的理性能力，用范伯格的

话说是“对应能力(competence)”。但问题是像胎儿、婴儿、痴呆人、植物人等“准人类”虽然不具备“对应能

力”，却不是享有了同正常人一样的权利了吗？范伯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否定了“理性标准”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典型的“极限案例”的论证方式，即如果你把理性和自律能力作为某物拥有道德权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

你就必须把“准人类”(sub-human)也排除到道德共同体之外；如果你不想否定“准人类”的道德权利，那么你就

必须把权利标准降低到“准人类”也能适应的水平。那么，这一水平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准人类”和正常

人一样，也拥有趋乐避苦、满足食、性等欲望的利益。只要有利益就可以找到代表，就可以通过代理人的方式使他们

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像石头那样的非生物由于没有利益，无法找到代表）。因此，权利拥有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权利拥有者必须有代表。毫无利益的存在物不可能有代表；（2）权利拥有者必须是受益者。没有利益的存在

物既谈不上受益也谈不上受损”②。这两个条件可以简化为一条原则，即只要有利益就拥有权利的“利益原理(intere
st principle)”。如果“利益原理”能够取代“理性标准”成为权利标准的话，那么动物就应该拥有权利，因为，绝大

多数哺乳动物都具有趋乐避苦、食欲、性欲等利益。既然伦理的本质在于消除特权、贯彻公平原则，那么你在承认

“准人类”生存权的同时，也就必须承认动物的权利，否则就是“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这样，功利主义

的动物权利论者就完成了有关动物拥有权利的证明。 
“利益标准”和“极限案例”虽然成功地把动物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但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在逻

辑上为降低人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铺平了道路。因为，以利益为权利标准，物种之间的界线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人和

动物就被置于同一个道德平台上，成了可以进行生命比较的存在。而且，是利益就有大小，是“感受性”就有高低，



以人和动物的这种共性为权利标准，会不会否定那些感知能力较低的残疾人、胎儿和婴儿的生存权呢？尽管这在开始

时只是人们对环境伦理的一种担心，然而不幸的是，动物解放论者辛格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辛格在《实践伦理学》一

书中提出，应按意识的发达程度、也即“生命的质 (quality of life)”来划分所有生命，并以此来判定该生命的价值。

由于胎儿和婴儿的生命价值和猪、狗的差不多，既然我们为了品尝美味可以屠杀动物的话，那么人工流产和杀婴就不

应受到什么谴责。而且，由于大猩猩要比残疾婴儿的意识能力高，“因此可以说同杀死那些天生智障、非人格且不可

能成为人格的人相比，杀死大猩猩更恶”③。至此，辛格得出了可以对残疾婴儿实施安乐死的结论。 
这样，辛格在要求给动物权利的同时，却缩小了享有生存权的人的范围，在提升动物的道德地位的同时，却取消了一

部分人的生存权。动物权利论所出现的这一状况就好比形式逻辑中内涵和外延的反比关系，当外延扩大时，内涵却相

对缩小。这一反比关系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他流派：“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生命中心主义”之中，它们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都普遍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在要求“给自然物以平等的道

德尊重”的口号下，正逐渐颠覆着“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信念。 
同环境伦理学相反，生命伦理学则表现出高扬人的尊严、严格界定人格范围的倾向。这一倾向可以从生命伦理学的

“人格”概念中得到证明。“人格（person）”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一个能够决定人生死的关键概念。现代的生命伦

理学为了使堕胎、对智障儿童实施安乐死以及停止对脑死患者的治疗等合法化，存在着用人格范畴对人类个体进行再

分类、取消一部分人生存权的倾向。这种人格论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由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

家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其理论原型是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洛克和康德的人格概念。在西方近代哲学中，人格是自我

意识和记忆的主体，也是权利（特别是所有权）和义务的主体。洛克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人格是“具有理性和

反省能力，总是能够把自己看作是自己的思考的存在”。康德和洛克略有不同，他没有把人格单纯还原为自我意识，

而是从道德的角度把人格看作是“理性自律的行为者”、具有“归责（Zurechnung）”能力的人。但是，“自律”

和“归责”毕竟是以理性能力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和洛克一样，也把理性能力的有无当作评判一物是不是

人格的标准。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康德讨论人格概念的初衷却是为了尊重所有的人，正像他把人格规定为“目的”，反对把人格

当作“手段”那样，其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人权。但是，现在的人格论和康德的初衷相反，它要把一部分人

从道德和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中剔除出去。最早明确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图利（M. Tooley），而后是辛格、恩格尔哈特

（H.T.Engelhart）等人。图利认为，患有严重智障的婴儿因不具有自我意识而没有了生存权。辛格也沿着这一思

路，把人区分为人格和人种的成员，最后得出了和图利同样的结论。恩格尔哈特为了避免图利和辛格等人的极端结

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做法，即区分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格（person in a strict sense）”；一

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格（person in virtue of social）”。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是具有自我意识、理性、道

德感觉和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这也就是康德的人格概念。所谓“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

的相互作用，并承担着某种社会角色的人，比如婴儿、残疾人、植物人等“准人类”④。“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无条

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而“社会意义上的人格”，虽然享有生存权，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被赋予生存权并不是

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人格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理或者道德共同体有影响，如果他们不能满足这一

条件，那么其生存权就只能是相对的。因此，“社会角色上的人格”虽然不同于非人格、物件，但是也不能同“严格

意义上的人格”等值。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承认了可以从“手段”的意义上对“社会意义上的人格”进行利用。总

之，在康德那里，人格还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概念，因为它让人感到了人的荣誉、尊严，而在生命伦理学那里，人

格却成了冷酷无情的标尺，使一部分人成为实验室里的标本、可以任意摘除的器官。 
综上所述，在权利标准的问题上，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生命伦理学维持着近代以来的康德

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传统，以高度的意识能力作为权利的基础，甚至还存在着自我意识主义的倾向；而环境伦理

学则反对以自我意识、理性能力为权利的根据，试图把权利标准降低到感受痛苦的能力（感觉主义）、或是否有生命

（生命中心主义）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上，二者的理解也是截然相反的。环境伦理学为了确立自

然物的道德地位，试图把动物、植物甚至大自然都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而生命伦理学则试图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

缩小，动植物自不必说，甚至还要把“准人类”也排除到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 

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对立还反映在对个人自由的理解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倾向是整体主义，主张对个人自由

加以限制，而生命伦理学则是一种把个人主义推向极致的理论，它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 
我们知道，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资源有限和可污染空间有限）和“公共性”（大气、水和草地的公共性质）的

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凸显了在资源分配和环境责任上公平的分量，而且还要求对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其中主要是生殖

和经济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把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在自然界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关于环境问题的这一特

点笔者曾在“自由主义和地球的有限性”⑤一文中有所阐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环境伦理具有整体主义的色彩，它

把地球人类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体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这种重整体轻个体的价值倾向可能会导致对个人自由



进行干涉。比如为限制人口增长，国家实行强制性节育和鼓励人工堕胎的政策；为控制地球温暖化，严格汽车尾气排

放标准和加大对个人汽车消费的限制等。 
日本的哲学家加藤尚武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的代表，他曾提出了“地球全体主义”的设想。所谓“地球全体主义”是指

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应该服从地球整体的利益，从保护地球环境这一整体利益出发，世界各国必须对欲望和自由的总量

进行限制。具体做法是，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和个人不再有自我决定权，一切权力属于地球，代表地球整体利益的权力

机关可以对国家、组织甚至个人进行干预。这颇有点儿纳粹的国家主义和斯大林专制的味道，不过加藤的“全体主

义”还是与纳粹和斯大林的国家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它所优先尊重的不再是特定的国家，而是整个地球。 
但是，这种整体主义不仅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成立过程背道而驰，而且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直接冲突。因为在自由主义

看来，个体的价值要优先于整体，不能因为整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而且，人的生殖欲望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应该是最自由的两个领域，也是近代自由主义所要保障的基本权利，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是不能被限制的，限制它们

就等于违背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原理。 
与此相反，生命伦理学则充分尊重了自由主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的核心概念“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
n）”中得到证明。“自我决定”也可称为“尊重自主性原则（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它是公认

的生命伦理学的4大原则（自主性、不伤害、行善和公正原则）之一，是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的概念。那么，什么是

“自我决定”呢？“自我决定”是指人对自己的行为、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生死等有支配、决定的权利。它根源

于近代自由主义的道德与政治传统，反映的是对个人的理性能力、自律、自我支配和选择、自由等理念的尊重。首

先，它肯定了“自我决定”的能力基础，即前文所述的“对应能力”。在安乐死、人工流产等这类有争议的实践领

域，当事者“对应能力”的有无还构成了决定人生死的最终的伦理依据。这与近代自由主义把人的意识能力看作是人

区别他物的指标、看作是人获得尊严、权利以及享受道德关怀的依据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它强调人对包含自己生命

在内的所有物拥有支配权。这一点源于洛克等人建立的“所有权”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财

产以及自己的身体拥有处置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身体的主人，如果把精子、卵子、胎儿以及身体器官都看作是他或

她的所有物，那么现在备受质疑的借腹生子、人体改造、基因操作、器官买卖和移植等都无可厚非。再次，它贯彻的

是“只要不危害他人就不能干涉”的原则。譬如，成年人出于宗教的理由拒绝输血，尽管这明显对该人不利，可是人

们也必须尊重该人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拒绝权”、“自杀权”问题。这与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提出的“危害

他人原则（harm to others principle）”是一致的。密尔曾写道：“对文明社会的成员，与该人的意志相反，正当

地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对他人的危害。”⑥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能够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就

是该人的行为危害到了他人的利益。医学实践中的 “知情的同意”原则其实就是“自我决定”概念的具体应用。如

果没有充当实验对象的当事者或者患者的同意，实验者或医生对当事者进行实验或者对患者实施治疗就是违法的，即

便这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从上述分析来看，生命伦理学可以说是对自由主义的全面拥护和继承，“自我决定”以及与其相关的“对应能力”、

“所有权”、“不危害他人原则”和“知情的同意”等基本概念都体现着自由主义的精神。环境伦理则相反，它认为

环境破坏恰恰是由于行使“自我决定”权所引起的，因此必须对个人的“自我决定”权进行限制。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的问题上来。环境伦理学是不是应用伦理学？通过对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比

较、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人的伦理地位和个人自由的理解上是针锋相对

的，它们的对立是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由于生命伦理的本质是自由主义，因此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其实也是自

由主义。（2）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本质是自由主义，那么，生命伦理学无疑是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应用到生

命、医学领域的典范，相反，环境伦理学则显然是一个例外，它很难纳入到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中去。 

①参照韩立新“环境伦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清华哲学年鉴》（2003），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Joel Feinberg,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 Crisis, U
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4. 参照日文版：ジョエル?ファインバーグ「動物と生まれざる世代のさまざまな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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